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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说反了：论审美距离的符号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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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论是布洛本人还是后来的学术史，审美距离主要被理解为审美态度，而且大都在艺术外或
艺术文本外予以探讨，言说路径不外乎实际空间距离的问题。而一旦回到艺术符号内部就会发现，布洛明
显说反了：不是艺术符号的外在距离决定艺术美感，而是艺术符号自身的意指距离制约审美态度。说到底，
是文本内部的 “形式”距离决定观者的心理距离，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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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美距离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实际是心
理距离 （ｐｓｙｃ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通常被作为一条审
美的基本原则。它是英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
１９１２年提出的。［１］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学说
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已大大超出原本的含义。
距离，在实际接受过程中，主要被理解为审

美态度。布洛先举了 “海上遇雾”这个例子。布
洛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对于船上的旅客，海上
遇大雾意味着危险，由此带来的惶恐不安按理应
该与审美无关。但情形并非总是如此，只要调整
距离，“海上的雾也能够成为饱含意味与欢乐的
源泉”［２］（Ｐ２４１）。如果 “你把海雾摆在实用世界以
外去看，使它和你的实际生活中间存有一种适当
的 ‘距离’”，那么 “海雾却是一种绝美的景
致”［３］（Ｐ２１７）。在布洛那里，距离的调整所带来的
变化是如此的不同寻常： “犹如强烈的亮光一闪

而过，照得那些原本也许最平常、最熟悉的物体
成为闪亮的风景”。原因是：“此时我们的实际利
益就像一根绷得太紧的金属丝突然断裂”，瞬间
“使 现 象 超 脱 了 我 们 个 人 的 需 要 和 目 的 牵
扯”［４］（Ｐ２４１－２４２），我们置身事外，海雾就能如此这
般地被审美观照了。因此，美不美不在海雾，而
在于观者与海雾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并非空间
的，哪怕我们就在船上与海雾亲密接触，只要我
们跳出自身的心理距离，海雾的变幻莫测就会唤
起我们的审美感受。
那么在这种危及生命的处境中，心理距离又

如何产生呢？那就是人为地把自己拖出现实环

境，居于超出个人利害关系的位置。用时下的流
行语：我不能改变对方，但可以改变自己。其实
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心态、自己
对待事物的态度。
以此推论，布洛的心理距离就是审美主体观

照对象或者说打量审美客体的态度：美不取决于
对象，只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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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审美距离就是审美态度。事实正是这样。无
论是后来布洛的追随者，还是审美距离的质疑
者，大都从审美态度入手去讨论距离问题。
而多大的距离才是审美所需要的，成为布洛

接下来关心的重点。布洛的答案是：既不能太近
也不能太远。但这 “恰到好处”的 “度”如何衡
量，布洛并不清楚。于是 “最正确”的距离，成
为布洛及其后继者苦苦追寻的目标。在科学实
证、实验美学甚嚣尘上的时代，据说有四种距离
类型被分别提出，即所谓客观的类型、生理的或
主观的类型、联想的类型和性格化的类型。细细
探究，这四种类型实际是四种审美态度。简而言
之，客观的类型是 “以一种非个人化的态度去对
待客体”；生理的或内在主观的类型，是 “以个
人情感和机体的变化为基础”去对待客体；联想
的类型，是以 “个人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记忆表
象所唤起的联想”和情感去对待客体；性格化类
型更是根据个人的性格和情绪特征去对待客

体。［５］（Ｐ２９６－２９７）四种类型看似表述各异，但距离作
为审美态度，无一能出其右。
朱光潜无疑是受布洛审美距离说在中国最有

影响的传人，也是布洛审美距离说影响最深的中
国美学家。审美距离也因此成为朱光潜美学体系
中的核心概念。１９２７年，在爱丁堡大学心理学
研究班小组讨论会上，朱光潜宣读论文 《论悲剧
的快感》。后来朱光潜以此为基础写成 《悲剧心
理学》，在书的第二章，朱光潜以 “审美态度和
应用于悲剧的 ‘心理距离’说”为题，对布洛的
审美距离说重点引介、分析和创造性地发挥，并
在 “审美态度”和 “实用态度”的仔细梳理中，
展开自己的悲剧理论言述。［６］（Ｐ２２５－２５０）事实上，全
书 “几乎每一章都有 ‘距离’的影子”［７］。之后
的 《谈美》、《文艺心理学》等， “距离”都是朱
光潜美学框架的重要支撑。正如当代美学家高建
平指出，即便在特殊年代，朱光潜不得不把自己
思想上的 “陈年病菌彻底清除掉”，被迫对包括
克罗齐、里普斯等几乎所有他介绍过的西方学人
的美学思想一律进行清算，但 “唯独对 ‘距离
说’仍情有独钟”［８］。可以说，没有布洛的审美
距离说，就没有今天的美学家朱光潜。
经过异质文化过滤和特殊语境的清洗，朱光

潜对布洛审美距离说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内容更

为丰富。但有一点是一贯的，那就是把心理距离
主要理解为审美态度。这样，庄子逍遥游的精
神、魏晋人超然出尘的人格理想、陶渊明悠然自
得置身世外的高迈境界，在朱光潜那里就成为布
洛审美距离说的最好注脚。现在看来，朱光潜的
批判者抓住的 “辫子”也依然是来自 “海上遇
雾”，论证的是心理距离实际是审美态度的问题：
“我们国家这个大船遇着了比浓雾还险恶的狂风
暴雨”，“假如有人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超
脱这些实际生活的关系……我们的美学家也绝不
会认为这是美，而认为这是丑恶吧”。［９］（Ｐ１１１）另一
位批判者更为尖刻： “这个 ‘心理距离’说和朱
先生的 ‘美感经验’是一个十分不健康的学
说。”［１０］（Ｐ９４）好在这两位批判者或许并不知道，就
在布洛发表 “心理距离”说那年发生了人类最为
惨痛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否则文字的暴烈程度更
是可想而知。
对布洛审美距离说持异议者，往往也纠缠

于审美态度。据美国学者乔治·狄基回忆，

１９５６年，当他开始在大学讲授美学课程时，
“几乎所有美学导论类的书籍都在书的开始辟出
一章，解释审美态度的性质，并将之与诸如道
德的、科学的和经济的等实际的态度作 对
比”［１１］（Ｐ９）。可见布洛的审美距离作为 “审美态
度”，在那个时代影响之巨。但就是这位狄基，
对这种审美态度是否必要、是否可能抱有质疑，
他认为， “在主体和对象之间插入这种所谓的
‘心理距离’完全是多余的”， “也不是必然会发
生的”， “布洛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本身还需要解
释”［１２］（Ｐ３００），审美态度不过是一种神话，且在事
实上误导审美理论。［１３］（Ｐ３１０－３２１）

二

学者朱狄指出，布洛故意用 “海上遇雾”这
一自然现象作例子，是想使审美距离说具有更大
的普适性［１４］（Ｐ２９５），作为更为普遍的审美原则：它
似乎发生于人类一切的审美活动中。后来学术史
证明了这一点，在审美距离说那里，各种距离兼
容并包，不断与时俱进。审美距离不仅具有巨大
的解释力，更具有超凡的理论吞噬力：人类的思
想史、哲学史、美学史都可以在 “距离”那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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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释。①

往前追溯，审美距离说一直可以被追溯到西
方整个的思想传统。这条线索的源头，正是前述
的审美态度。布洛以 “海上遇雾”作例的心理距
离，实质是置身事外、超越实用态度，使审美主
体与对象无功利牵挂，进入纯然审美状态。倘若
这样的理解是对的，那么上自柏拉图的西方古典
思想史，下至康德的西方现代思想史，如此的理
路和言述，可谓是源远流长。
柏拉图的 “美善区别”说认为， “善涉及欲

念”，“是迫向某目的的冲动”，只有 “一眼见到
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做美的”。［１５］（Ｐ４）这种远离
目的、直奔愉悦才是美，是否在说审美要和你的
“欲念”、“目的”保持距离？１８世纪，夏夫兹博
里强调审美快感并非来自 “对情欲或对利害的关
怀”［１６］（Ｐ１２０），不应掺杂一己的私欲，不也是要求
审美活动应与实际功利拉开 “距离”吗？与他同
时代的博克，不仅批驳了审美活动中的 “功利
说”，甚至几乎是直接回应了几百年后布洛的
“海上遇雾”例，解决的办法居然就是 “距离”。
博克在 《论崇高与美》中说： “如果危险或苦痛
太紧迫，它们就不能产生任何愉快，而只是可恐
怖。但是如果处在某种距离以外，或是受到了某
些缓和，危险和苦痛也可以变成愉快的。”［１７］（Ｐ２３７）

难道布洛受到了博克的启发？众所周知，康德是
这个 “审美无功利”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对审
美客体采取纯然淡漠的态度，是 “纯粹的审美判
断”的前提。［１８］（Ｐ４１）

那么要如何做到纯然淡漠，没有 “距离”？
杰罗姆·斯托尔尼兹甚至认为： “除非我们能理
解 ‘无利害性’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
现代美学理论。”［１９］（Ｐ１７）与对象拉开距离，保持
“无利害性”，据说成了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的分
水岭。布洛似乎站在了这个分水岭的中间。
往后追，审美距离说又一直被追到今天的文

化研究。不过距离发生的区间，不再仅仅是主体
与对象。距离的一端，是作为主体的人及其艺
术，另一端则是社会和现实。从齐美尔、阿多
诺、哈贝马斯，再到鲍德里亚，这两端的距离越

来越大，构成审美现代性论述的基本理路，也是
文化研究的主要路标。
在齐美尔那里，个体和艺术与文化和现实的

距离，还只是某种 “疏远”和 “疏离”。作为主
体的人及其艺术，正是在这种 “疏远”和 “疏
离”中，实现物化意识形态的突围。据说这种物
化意识形态，深陷 “以金钱为核心目的的物质利
益诉求”这个 “人性形象的欲望法则与生活价值
座架”。［２０］齐美尔还意识到，在拉近个体与现实
的关系时，“一切艺术还产生了疏远事物的直接
性”［２１］（Ｐ３８４）。
到阿多诺，个体和艺术径直站到了社会和现

实的对立面，距离大到不可调和，艺术根本就是
对现实世界的拒绝。阿多诺说： “艺术的社会性
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方法是让它成
为 “自律性”的东西，艺术 “通过凝结成一个自
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由此显
示其 ‘社会效用’，艺术凭借其存在本身对社会
展开批判”［２２］（Ｐ３８６）。个体及其艺术在自律自为中
达成自我拯救。当这种自律自为的艺术，作为社
会现实的对立物走向极端自主化的时候，就产生
了哈贝马斯的 “反文化”。［２３］（Ｐ８５）因此，对阿多
诺、哈贝马斯们来说， “艺术并不反思社会，也
不与社会交流，而是反抗社会。他不再将艺术与
现实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富有洞察力的批评，而是
看成绝对的否定。 ‘纯’艺术是一种清除所有实
用目的的媒介，在其中个体 （除了实现其他目的
外）否定由于工具理性的原因而僵化了的语言和
精神上的陈规陋习”［２４］（Ｐ１５）。当其艺术成为 “反
抗社会”的工具时，其与现实的距离就大到 “背
道而驰”了。
个体及其艺术，与社会和现实的距离，在鲍

德里亚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就
彻底分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 “仿真与拟象”
的符号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符号经由对某种基
本现实的表征，到对这种现实的遮蔽和篡改，再
到某种真实的丧失，最后发展到与任何真实无
关，而纯粹仅仅成为自身的拟象了。［２５］（Ｐ６）在鲍德
里亚的视域里，符号像一个无所不能的精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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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向荣：《从康德到鲍德里亚———基于 “审美距离”的多维解读》，载 《求是学刊》，２０１０ （２）；杨向荣： 《现代性和距
离———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路高歌猛进，终于在现时代挣脱实在世界的羁
绊，按照一整套独行其是的运作法则，不断地建
构属于自己的 “幻象”王国。在一个符号世界比
任何世界都显得更加真实的语境里，再去谈论个
体及其艺术、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已经显
得毫无必要，这似乎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的逻辑。

三

“海上遇雾”的例子，把布洛的审美距离说
带到了艺术之外，也带到了一个无比宽泛的论
域。审美距离被无限言说和生发：从古典时期谈
到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从美学谈到文化社会学。
这些谈论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史意义毋庸置疑，但
从另一个角度又不得不指出，当其被 “无限”谈
论、内涵被极大丰富时，其实也在被不断地
抽空。
布洛要想真正讨论的是 “艺术”中的 “距

离”问题。在那篇文章的开端，布洛就说： “联
系艺术来谈距离，这一概念颇能引出一系列饶有
兴味或极富思辨意义的思想活动”［２６］（Ｐ２４１）。可惜
的是，这一饶有兴味的关于 “艺术”的 “审美距
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谈论，其中的关键问题
被落下，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从符号学的角度去
说明。
布洛真正要探讨的是：作为一种审美原则，

距离如何成为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他由此提出

了一系列重要命题：距离提供判断艺术美不美与
“可人”的标准；距离是艺术创造过程的主要环
节；距离是判别是否有 “艺术气质”的手段；距
离是 “审美悟性”的主要特征之一等等。他认
为，以往关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所作的 “客观”、
“主观”、“理想”、 “现实”等的划分，不仅会引
起理论上的混乱，而且压根儿不存在这样的东
西，这些范畴都可以从较之更带根本性的概
念——— “距离”中找到会合点。接下来，他沿着
艺术中距离如何获得、距离的内在矛盾、距离的
易变性、距离的极限等思路展开论述。遗憾的
是，限于篇幅，他并没能回应前述的所有命题，
举例只偏重于戏剧、舞蹈等以 “身体”为媒介的
艺术，较之 “海上遇雾”的涵括性、冲击力都要

逊色得多，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论述
空间。
但有一点必须申明：布洛在考察审美距离

时，涉及了艺术的各个环节，包括艺术家、观
众、艺术生产、艺术接受、艺术作品与现实世界
的关系，甚至艺术文本等基本要素，而在艺术生
产，尤其是艺术接受上着墨更多。如果把布洛考
察的问题与前述学术史关于审美距离的研究作个

对比，就会发现：布洛考察的对象仅仅是艺术，
学术史则考察对象宽泛；布洛考察的是艺术的各
个环节，学术史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审
美主体或者艺术接受者，重点又在 “审美态度”；
二是创作主体及其艺术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侧重于其间的距离。倘若再引入艾布拉姆斯的作
品、艺术家、欣赏者、世界四要素说［２７］（Ｐ４－５），我
们还会发现，从艺术的角度，布洛这四个方面都
基本谈到了。而传统的学术史，几乎不谈 “作
品”，也就是几乎不从 “作品”内部探究审美距
离问题。
难道审美距离不需要从艺术文本内部展开探

讨？难道不从艺术文本内部出发，审美距离的问
题就能谈清楚？至少在布洛那里不是这样的。
联系艺术谈距离，在布洛看来， “最明确的

启示”是两种距离的概念：一是 “实际空间”距
离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的概念，即艺术作
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二是 “再现空间”距离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的概念，即艺术
作品当中所再现出来的距离。［２８］（Ｐ２４１）当然还有
“时间距离”（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但布洛认为其
含义模糊，具有隐喻意味，在论述中少有涉及。
显然， “再现空间”距离，即艺术文本内部的距
离，也是布洛审美距离说的题中之意。
同时，布洛又认为，这三种距离都只是距离

的特殊形态，可以从 “心理距离”这一 “总的内
涵之中推衍出来”［２９］（Ｐ２４１）， “心理距离”才是关
键。所有的距离对于人而言，都因心理而起
作用。
布洛的麻烦在于，在实际论述中他陷入了悖

论：本来要谈 “心理距离”这个普遍原则，但谈
论最多的却是上述三种特殊距离，尤其是 “实际
空间”距离。这种谈论方式也影响了后来的研
究，所以学术史情形也与布洛一样，重在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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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距离的探讨，只不过范围更大而已。
如果把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欣赏

者、世界四因素扩展到所有艺术活动，那么凡是
考察艺术家与艺术品、接受者与艺术品、艺术品
与世界、艺术家与世界之间距离的，都无不落在
“实际空间”距离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洛
本人和传统的学术史都没逃出从 “实际空间”距
离考察审美距离这个魔咒。只不过，布洛侧重于
接受者与艺术品的距离，而其他论者在用审美距
离 “重述”柏拉图、康德，尤其是齐美尔、阿多
诺、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的学说时，更侧重于艺
术家与艺术品、艺术作品与世界、艺术家与世界
的距离。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质在

于：解决艺术的审美距离，更根本的出路恰恰是
对布洛所说的三种特殊形态的距离的研究。在这
一点上，布洛也许弄反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
回答一个问题：使艺术审美得以可能的 “心理距
离”是如何产生的？是 “实际空间”距离使然，
还是 “再现空间”距离使然？是 “时间距离”使
然，还是别的什么距离使然？或者是多种距离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从 “实际空间”距离回答这一
问题是不得要领的。原因在于，对这些环节———
艺术家与艺术品、接受者与艺术品、艺术品与世
界、艺术家与世界之间的距离考察，大都 “靠不
住”。远古的神话、传说、岩画等，连作者是谁
都搞不清楚，如何考证其与艺术品的距离？接收
者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接收者，面对同一艺术
品，也会因时空不同而态度各异，其与艺术品的
距离又如何确定？艺术品与世界、艺术家与世界
的关系更加复杂，对其间距离的测量，很可能天
文数字般的离谱，如何确定？朱光潜就曾说过：
“我们通常以为我们自己所见到的世界才是真实
的，而艺术家所见到的仅为幻象。其实究竟哪一
个是真实？哪一个是幻象呢？”［３０］（Ｐ２２０）很难说清
楚。 “真实”与 “幻象”都难区分，距离如何搞
定？无疑， “实际空间”距离并不实际，不能以

此解决审美距离问题。唯一 “靠得住”的只有艺
术品———那个永远 “不变的文本”。一切都在流
动，唯有文本永存。艺术文本一旦变动，那就变
成新的文本了。因此，从 “靠得住”的艺术文本
出发，去探查布洛所谓的 “再现空间”距离，才
是一条可行且必须的路。

四

从艺术文本出发，考察 “再现空间”距离，
布洛并非毫无作为。这不仅在于他提出了 “再现
空间”距离的概念，更在于他区分了 “两套不同
的影响距离程度的条件：即客体所提供的条件与
主体所认知的条件”［３１］（Ｐ２４５）。 “客体所提供的条
件”就是艺术文本对审美距离产生所提供的条
件，这个条件就应当是 “再现空间”距离。
由于布洛论述的重心在 “影响距离程度的条

件”，而不是 “距离产生的条件”，因此，此一问
题既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未能充分展开。但他
的确作过努力。当谈到距离的 “远”和 “近”的
时候，他从艺术作品 “素材”和 “题材”的角度
指出，有三种情况都可能在距离上出问题，而使
作品降至 “距离极限”以下，损伤艺术美感：一
是涉及人的本能欲望、肉体存在和两性关系的；

二是涉及社会公共伦理和现实社会问题的；三是
涉及一些理想主义的抽象概念，比如爱国主义、

友谊、爱情、希望、生和死等。［３２］（Ｐ２４５－２４６）①尽管
布洛对 “再现空间”距离的论述是粗浅的，却给
我们开启了一条进一步思考的路径：既然 “素
材”、 “题材”这些艺术文本因素要影响审美距
离，那么审美距离的内在动力，会不会源自艺术
文本自身？既然审美距离产生的条件，在艺术文
本内部而不在外部，那么在艺术家、接受者和实
在世界与艺术作品之间探寻审美距离，是不是白
费力气？

较早把距离引入艺术文本的是朱光潜。他在
博士论文 《悲剧心理学》中，细致探讨了 “在悲
剧中 使 生 活 ‘距 离 化’的 几 种 较 重 要 的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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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布洛的这些说法并不都经得住追问，已有论者提出质疑。比如李冠华指出： “或许这些例证只具有理论推论的意义，

却不甚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因为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成功的作品所处理的恰恰就是这些题材。对身体和性的关注、对现
存社会制度的质疑、对爱国心的弘扬、对友谊与爱情的歌颂、对希望的憧憬、对生和死的思考，以及对真理和理想的探寻构成了文学
题材的大部分。”参见李冠华：《“赋、比、兴”和审美距离的生成》，载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６）。



法”［３３］（Ｐ２４２）。这是对布洛 “再现空间”距离的重
要推进。考察的对象也与布洛一致———艺术，
而且是布洛举例最多的戏剧艺术。可以说，朱
光潜是沿着布洛的思路 “接着说”、 “向前说”，
从 “文本外”说到了 “文本内”，这是了不起的
突破。
朱光潜把悲剧中距离化的手法归纳为六个方

面：一是 “空间和时间的遥远性”。戏剧情节发
生的时间在远古的历史时期，地点在遥远的国
度。二是 “人物、情境与情节的非常性质”。三
是 “艺术技艺与程式”形成距离。悲剧在本质上
“是人为的和形式的”，统一、平衡、对比、幕与
场的分布等等这些形式上的特点 “是实际生活中
的事件绝不会有的”，情节的统一，也是 “非写
实主义的”，它们都不过是距离化的手段。四是
“抒情成分”。悲剧不用日常语言，而以诗歌体写
成，是在有意与现实拉开距离。五是 “超自然的
气氛”。德尔斐的一道神谕、卡珊德拉或忒瑞西
阿斯的预言、《哈姆莱特》中的鬼魂、《裘力斯·
恺撒》和 《李尔王》中的暴风雨等，无不给人以
神秘感和惊奇感。六是 “舞台技巧和布景效果”。
世界毕竟不是舞台， “只要舞台建造和装饰得像
一个舞台”就绝不是世界，距离就在 “舞台”
与世界的差异中间。古希腊戏剧与中国戏剧一
样，演员着厚靴、画脸谱、戴面具，以示与生
活相区别。夸张和暗示的戏剧动作也与现实拉
开距离。正是这六种距离化的手段，使悲剧成
为悲剧。［３４］（Ｐ２４２－２４９）

美国学者韦恩·布斯把距离引入了小说文
本。布斯和其他人一样 “越来越清楚，如果艺术
与 现 实 间 的 缝 隙 接 近 弥 合，艺 术 将 会 毁
灭”［３５］（Ｐ１２８）。奥特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件艺
术品，只有当它不现实的时候，才真正是艺术
的。”［３６］（Ｐ１２６）因此，在小说文本中 “强调控制距离
的需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布斯深刻地认识
到，“越逼近观察距离这个概念，它似乎就越复
杂”。布斯说：“如果小说家想去发现适于一切作
品的理想距离，他就会遇到困难。 ‘审美距离’
事实上是由许多不同的效果构成的，有些效果对
某种作品来讲是非常不适用的。更重要的是，距
离本身绝非是目的；追求的距离处于一条轴线，
而这种追求的目的，即促使读者的介入，则处在

另一条轴线。”［３７］（Ｐ１２９）布斯的意思是说，追求距离

是文本中的事情，而追求距离的目的是文本外的
事情，它们各自处在两条不同的轴线上。问题
是：这两条轴线能够相交吗？

布斯没有正面切入这个问题，他很快把 “控
制距离”转换为 “促使读者介入”。在他看来，
“任何的文学作品———不论作家创造作品是否想
到了读者———事实上都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兴趣层
次，对读者介入或超脱进行控制的精心设计的系
统。唯 一 限 制 作 家 的 便 是 人 类 兴 趣 的 范

围”［３８］（Ｐ１２９－１３０）。于是，布斯的考察重点就转到了

文学兴趣与距离的种类等问题上。

然而，在谈到 “叙述的类型”时，布斯注意
到了两种审美距离。一种是文本世界与实在世界
的距离：“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社会阶层和谈吐。

服装的风尚之不同———这些，加上许多其他的因
素，都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对付一件审美的
东西”，这正如舞台上纸做的月亮所产生的间离

的效果。［３９］（Ｐ１６４）另一种审美距离则是布斯的独特

发现， “即存在于作者、读者、叙述者以及作品

人物身上的信念和性质”的距离。［４０］（Ｐ１６４）这种距

离存在于 “四者中的任何一者，与其他任何一者
的关系”中，“可能在道德的、智力的、关系的、

甚至肉体的层面上发生”［４１］（Ｐ１６３），它与前一种距

离具有 “同样重要的效果”。布斯认为有五种这
样的距离存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与故
事中的人物、叙述者与读者、隐含作者与读者、

隐含作者与其他人物之间，都或多或少、或隐或

现地存在距离。［４２］（Ｐ１６４－１６６）

布斯上述的精细分析，至少有三点贡献：一
是以小说史的丰富事例说明，文本内部就存在各
种距离，而且这些距离可能是 “信念”的、 “性
质”的，这就越出了时间、空间、心理距离的范
围，并启发我们认识到，审美距离存在的方式还
未彻底敞开，大有探讨的空间存在。二是描述了
文本内部距离存在的某些方式。三是经由隐含作
者、叙述者等叙述学概念的转换，不仅将前述
“追求距离的轴线”与 “追求距离的目的的轴线”

交汇起来，而且还与 “追求距离的文本轴线”交
汇起来，这就有可能为我们后面打开 “文本距
离”与 “审美距离”连接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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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果说朱光潜的悲剧研究剖示了艺术文本内

部距离化的手段，那么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则证明
了艺术文本内部各种距离的存在。他们做的都是
同一个工作：考察布洛所谓的 “再现空间”距
离，用的几乎是同一种方法：叙述学。只不过朱
光潜的前两部分更侧重于西摩·查特曼意义上的
“故事”，而布斯的全部重心可以说都在 “话语”
分析上。［４３］（Ｐ９－１２）但他们都没能在更加抽象、更为
深刻的意义上告诉我们：艺术文本的距离究竟
是如何产生的？对于艺术而言，它是一个普遍
规律，还是一种特殊现象？更没有能够说明：
艺术文本的距离，为何必然会在接收者那里转
化为审美距离？这种转化的原因是什么？如此

等等。
在符号学的视野下，朱光潜关于悲剧距离化

手段的如下结论特别值得重视： “写实主义与悲
剧精神是不相容的”［４４］（Ｐ２４９），它们之间隔着一段
距离， “悲剧表现的是理想化的生活，即放在人
为的框架中的生活。它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找到
现成的艺术作品”。实际生活中的痛苦、灾难，
之所以不是艺术中的 “悲剧”，是因为 “它们没
有 ‘距 离 化’，没 有 通 过 艺 术 的 媒 介 ‘过
滤’”［４５］（Ｐ２５０）。朱光潜的这个结论是大胆的，也是
颇具洞见和启发性的：现实生活中永远没有艺术
上的悲剧，距离化才使悲剧得以可能。
如果再向前推演，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既

然距离化使悲剧得以可能，由于悲剧是艺术，那
么距离化也使艺术成为可能。由于观照艺术的活
动是审美活动，所以艺术文本内部的距离化，又
使艺术的审美得以可能。倘若真如布洛所说，审
美距离是审美的前提，那么艺术文本内部的距离
化就是艺术审美的前提：文本内的距离使外在的
审美距离得以可能。
这就完全走到了布洛的反面。布洛谈到，戏

剧之所以像日常经验中的真人真事那样打动我

们，是 “它们的吸引力中往常那种以其个人身份
直接影响我们的那个侧面暂时失效”了。也就是
在我们观赏戏剧时，与我们生活休戚相关的那部
分不再发挥作用。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都认为

“是由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剧中的人物与情境 ‘并
非真的’，而是 ‘想象中’的”。但布洛不赞成这
种看法，他指出： “事实上，这种想象中的感情
反映所赖以存在的那种 ‘假设’，并不一定是距
离的前提条件，反而往往是距离的后果。”颠倒
因果关系才反映了事实的真相， “是由于距离改
变了我们与剧中人物的关系，它们才似乎显出其
虚构性，而不是由于剧中人物的虚构性改变了我
们对他们的感情”［４６］（Ｐ２４３）。一言以蔽之，布洛的
观点是：不是剧本的虚构让观众产生距离，而是
观众的距离让剧本产生虚构。朱光潜的结论，完
全与此相反。
笔者完全赞成朱光潜的观点，并进一步认

为：对于艺术的审美而言，根本无须在审美主体
和审美客体之间插入一段 “心理距离”。只要艺
术文本存在，审美距离也就存在。或者说，审美
距离是艺术文本的题中之意：距离已内在于文
本，审美距离不过是其外现而已。
我们举例来看。“９１１”恐怖事件，无论在现

场，还是在远东，也无论多么旁观和超脱，只要
是正常人，只要不站在反人类的立场，谁也不会
认为它是美的，谁也不可能把它当风景看，这跟
距离没关系。泰坦尼克号海难、唐山大地震也是
如此。但如果它们被 “艺术化”，比如被搬上银
幕，转换为电影体裁后，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改
变。观看电影 《９１１》、 《华氏９１１》、 《世贸大
厦》、《泰坦尼克号》、《唐山大地震》等，即便是
这些灾难的幸存者、亲历者，也能在观赏中产生
美感，甚至感受到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更无须
在观众与电影之间插入一段心理距离，才能证明
这些电影是虚构的，或者它们的虚构性才能显现
出来。无疑，布洛真的弄反了。
既然是文本的内部距离决定了艺术的审美距

离，那么艺术文本的内部距离究竟是什么？朱光
潜只分析了使悲剧中距离得以可能的手段，布斯
也只说明小说文本存在 “信念”和 “性质”上的
距离。他们都没能从根本上厘清艺术文本内在距
离的成因。
要弄清艺术文本的内在距离，就必须进入艺

术符号内部，符号学就派上用场。一个艺术作品
就是一个艺术符号。索绪尔从语言符号学出发，
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一种意指关系。能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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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形象，所指是概念，语言符号是声音形象和
概念的两面一体。由于艺术既包括语言媒介的文
学符号，又包括身体、线条、音符、画面等为媒
介的舞蹈、戏剧、绘画、音乐、影视等多种符
号，那么仅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来说明艺术符
号就显得捉襟见肘，需引入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
来进一步说明问题。在皮尔斯看来，符号是再现
体、对象和解释项的三元构成。再现体相当于索
绪尔的能指，索绪尔的所指则被二分为对象和解
释项：“符号所代替的，是对象”，“符号引发的
思想”，是解释项。［４７］（Ｐ９７）

那么，艺术是什么符号呢？罗兰·巴尔特是
主张符号学归属于语言学的符号学家，在他看
来，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符号，是二级符号，属
于叶尔姆斯列夫称之为 “内涵符号学”研究的范
围。［４８］（Ｐ３２３）以文学作品为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语言符号，其能指和所指构成一级符号，一级符
号成为新的能指，与其所指形成的二级符号才是
文学符号。而符号归根到底是一种 “意指关系”，
或者说，符号是 “意指作用”的结果。推而广
之，正是 “一级符号”和 “二级符号”之间的意
指关系生成了艺术符号。由于 “一级符号”与
“二级符号”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个差异即
是距离，也即是 “意指距离”。正是这个 “意指
距离”产生了艺术文本的内在距离。直言之，艺
术文本的内在距离，即是 “意指距离”。

赵毅衡从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出发，明确指
出， “艺术意指跳过对象”直接引向解释项，是
艺术符号的特征。而艺术符号的 “再现体”跳过
“对象”所形成的 “意指距离”，既是艺术符号文
本的内在距离，也是接受者在长期的艺术 “训
练”中学会保持的 “意指距离”。［４９］（Ｐ３０７）这样，赵
毅衡实际上将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距离，有意无意
地关联了起来： “艺术符号把对象推开了，与实
用意义保持了距离”［５０］（Ｐ３０７），而这个距离，在笔
者看来，恰好就是布洛的 “心理距离”，也即
“审美距离”。赵毅衡举了孟子、荀子、宗炳、司
空图、钱钟书、瑞恰慈、雅各布森、朗格等大量
的古今中外文论、诗论、画论予以证明。
毋庸置疑，是艺术文本的 “意指距离”决

定了 “审美距离”，而不是其他。当然，除了艺
术文本内部的 “意指距离”外，还有没有 “文
本边上”的距离？这些距离形成的条件又是什
么？或者追问： “艺术意指跳过对象”，究竟
“跳过”了什么？ “一级符号”与 “二级符号”
之间的距离是怎样产生的？艺术文本的内在距

离，又是在何种条件下转化为了接收者的 “审
美距离”？它从 “文本内”走向 “文本外”的动
因是什么？“意指距离”与什克洛夫斯基的 “陌
生化”理论、布莱希特的 “间离效果”之间是
何关系？如此等等的问题，限于篇幅，只能留
待以后再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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